
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摘　要］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双重引领下，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

力深度融合的进程加快，正逐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动力。然而，二者之间的

内生互动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仍缺乏系统而严谨的实证检验，亟待深入探讨。绿色数字经

济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若忽视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反向作用，将

导致高估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改进要素

配置，对绿色数字经济产生显著的反向驱动作用。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而言，本地区的绿色数字经济对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

用，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区的绿色数字经济产生显著的推动效应；但邻近地区的绿色

数字经济会显著抑制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邻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同样对本地区绿色数

字经济形成显著抑制，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虹吸效应。绿色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

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构建双向驱动的政策体

系、设计跨区域要素补偿机制以破除虹吸效应，并基于其U型曲线特征实施差异化支持策略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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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其

通过科技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重塑经济发展模式，

依托数据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

低碳化升级，催生共享经济、绿色金融等创新业

态，还运用数字化监管实现全链条环保管控，引

导绿色消费与清洁能源普及。这种以数字技术为

支撑的绿色发展方式，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对自

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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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基础。

目前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均取得一定成果，但二者相互作用的研究仍较为

薄弱。绿色数字经济研究已从数字经济特征描述，

深入其对绿色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再到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及企业环保转型等

领域。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当代

发展的产物，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

集群来重塑传统生产要素作用机制。现有研究表

明，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属于绿色生产力，核心在

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且具备创新

驱动、绿色低碳等特征，其转化需要协调传统路

径依赖和新兴动能培育。现有研究大多侧重独立

分析，忽视了二者的协同效应，研究视角单一或

采用简单线性模型，缺乏对内在联系与空间扩散

效应的系统探究。在“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的宏观背景下，二者互动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成

为政策制定必须解决的关键课题，具有重大的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

力二者分布高度相似。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

非均衡、空间集聚特征，二者的空间交互关联亟

待深入探究，即绿色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如何促进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否反向驱动绿色数字

经济？二者是否存在空间交互溢出效应？本文聚

焦二者交互机制并分析空间关联规律以填补学术

空白，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转型以及政策优化

提供支撑。

二、文献综述

（一）绿色数字经济与生产力理论的演进与融

合

绿色数字经济与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始终相互

渗透、多维交叉，二者融合脉络随技术进步与发

展需求逐步深化。绿色数字经济领域的早期研究

主要聚焦于信息技术对经济形态的重构，昌忠泽

等阐释了信息技术通过要素数字化和产业智能化

改变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1〕江小涓等进一步强

调了数字经济资源共享对效率提升的作用；〔2〕随

着环境压力不断加剧，学界的研究方向转向数字

经济环境效应，王香艳等验证了其节能减碳的正

向作用；〔3〕张腾等则指出二者存在复杂的相互影

响，且部分地区存在能耗反弹风险。〔4〕近期，Zou
等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提出产业“智能化

与绿色化协同演进”观点，但也指出其生态维度

理论体系不完善，且微观融合机制未深入解析。〔5〕

在生产力理论研究中，技术创新是核心主线，马

克思生产力理论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构成新质生产

力的研究基础。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研究聚焦于

技术集群与要素重构，周鑫等提出“新质生产力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6〕；黄群慧等界定其创新驱

动、绿色低碳等核心特征；〔7〕刘洋等强调，科技

创新与产业升级互动是其形成关键。〔8〕Zou等认为

数字经济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协同提

升〔9〕，但此类研究多为宏观关联分析，未揭示二

者内生互动的微观路径，也未考虑数字基础设施

的能耗约束，因此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绿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同

机制

虽然已有研究成果对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

产力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现有成果多

局限于单向赋能分析视角，缺乏对双向协同演化

路径的深入探究；同时，区域分析多以省级为研

究尺度，未能深入研究地级市的空间交互特征。

在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方面，

殷筱等论证了绿色经济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

要支撑与物质基础；〔10〕Li等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其

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双重路径实现驱动

效应。〔11〕然而对于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

反哺效应，相关研究仍较为欠缺。殷筱等虽提出

新质生产力能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数字产业升

级〔12〕，但其研究未进行量化验证，也未将其置于

空间协同分析框架内。

（三）绿色数字经济对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绿色数字经济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是学界重

点关注内容，当前研究主要围绕影响路径、实证

效果和区域差异等三方面展开，但存在因果指向

不明确、传导机制验证较为薄弱、空间关联解析

较为肤浅等局限，且结论有分歧。在作用机制方

面，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绿色数字经济可通过技

术革新、数据要素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提

升生产力〔13〕，但多停留在宏观理论阐释层面，缺

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分层剖析，也未深入

探讨“环保效益与经济回报”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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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用效果，学界对其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存在争议：李睿娟证实数字经济促进东部地区绿

色创新；〔14〕龚新蜀等揭示其对东北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有积极影响；〔15〕Sun等发现数字经济与绿色

制造效率呈现倒U型关联；〔16〕樊轶侠等指出数字

经济与经济绿色化发展存在倒U型拐点。〔17〕在区

域差异研究中，多数分析仅关注东、中、西部地

区的整体差异〔18〕，未能从细分维度揭示其具体特

征，进而导致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从空间互动

视角看，现有研究虽观察到二者存在空间溢出效

应〔19〕，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未将二者的交互影

响纳入空间分析框架；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法单

一；对负向空间溢出机制的阐释不足，未识别虹

吸效应等具体互动模式，也未考察制度环境与市

场化的调节作用。

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主要局限：首先是未能

有效处理因果内生性问题，多数研究仅关注单向

作用路径，忽视逆向反馈机制，且将绿色数字经

济视为外生给定因素；其次是传导机制缺乏实证

支撑，仅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既未对作用路径

进行分层检验，也未开展区域差异分析；最后是

空间机制阐释深度不足，未考虑交互效应的影响，

权重矩阵构建较为单一，溢出渠道的量化测度存

在缺失，尤其对负面溢出效应的识别不足。

本文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视角有创新，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揭示

二者的双向内生关联，填补了新质生产力对绿色

数字经济逆向驱动的研究空白；第二是机制分析

得到深化，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技术

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解决传导机制

实证研究薄弱的问题；第三是空间维度得到拓展，

融合共生理论与引力模型构建复合权重矩阵，识

别双向虹吸效应并实现溢出渠道的量化测度；第

四是在尺度与异质性上有突破，基于 292个地级市

样本数据从多角度揭示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稳

健性检验结果，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数字经济的内涵

绿色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的

有机结合体，其代表着“双碳”战略背景下数字

经济的演进方向。从政策导向角度看，《“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求促进数字经济

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将“数

字技术驱动绿色生产”确立为核心举措。在学术

界，戚聿东等学者指出数字化与绿色化可通过技

术革新、政策引导和网络优化等途径，共同实现

生产效率提升、碳减排、污染防治与生态改善等

多重目标。〔20〕基于上述政策依据和学术观点，本

文将绿色数字经济定义为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及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以数据资源作

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低碳环保为根本发展导向，

涵盖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环

境治理智能化以及低碳发展信息化等维度的区域

性经济模式。其本质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全面融

入数字经济发展链条，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绿

色产业升级、优化环境治理效能并加速经济社会

低碳转型进程。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数字经济属于数字经济

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的产物。〔21〕该经济模式将数字

技术与绿色发展整合至统一框架内，形成了融合

技术创新与生态可持续的新形态。从对比视角来

看，传统数字经济主要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

技术发展，但数据中心、区块链及大模型算力往

往伴随较高能源消耗。绿色数字经济则在技术研

发、产业应用及技术落地的全环节前置低碳理念，

通过大力推广绿色技术、绿色生产工具以及环境

治理技术的深度应用来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主要源

于发展导向的区别：传统数字经济更注重效率提

升与规模增长，绿色数字经济则以可持续发展为

核心目标〔22〕，同时兼顾创新效率、经济增长与生

产方式的绿色改进。绿色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包

含了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是数字技术支撑、数据

要素驱动以及绿色发展导向。其中，数字技术以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为基础，数据要

素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而绿色发展导

向则贯穿整个发展过程。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

绿色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

同时也决定了它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作用路径。

（二）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与非线性关系

绿色数字经济的三大核心支柱涵盖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以及绿色发展，三者分别通过技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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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优化配置与绿色需求拉动，推动新质生产力

向高效、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绿色数字经济

还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技术创新两条间接路

径，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1.间接影响机制

（1）绿色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

高新质生产力

绿色数字经济通过产业优化间接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其革新产业运行模式、改善资源配置

状况，引导产业向环保、低碳方向调整。数字应

用依托智能技术提升供需对接效率，从而减少能

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数据分析与智能技术助力高

耗能部门实现工艺绿色化；产业绿色转型加快绿

色制造体系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为新兴

行业创造发展机遇。调整后的产业体系以数据为

关键要素，引发技术革新与要素配置变革，构建

高技术、高效率的发展模式；〔23〕传统产业绿色转

型与新兴行业协同进步，强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

深度融合，通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来实现新质生

产力评价体系的整体优化。

（2）绿色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提

高新质生产力

绿色数字经济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其以绿色技术革新为媒介，对新质生

产力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可通过高效整

合数据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绿色技术研

发奠定坚实基础；低耗能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帮助

企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资

源消耗与排放情况，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

研发投入；数字平台的协同效应能促进新能源与

循环经济技术融合应用，有效降低绿色创新过程

中的试错成本。〔24〕绿色技术以高效低碳的技术体

系为核心，驱动新质生产力向高质量、可持续方

向转型。从技术发展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智

能环保装备等技术革新重构产业竞争格局，催生

新兴产业集群稳步发展；从实际应用角度看，这

些技术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通过资源循环利

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培育绿色消费理念，

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持续增长动能。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a：产业结构升级是绿色数字经济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

假设 1b：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数字经济促进

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核心渠道。

2.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U型关系

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明显的U
型非线性关联，这种关联会受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协同影响。在初期阶段，即U型

曲线前半段下降期，由于受限于规模效应不足，

数字基础设施高能耗特性，例如数据中心产生的

碳排放，对新质生产力形成暂时性制约；绿色技

术水平偏低难以支撑生产规模的扩张，转型成本

拖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绿色化进程滞后导致资

源配置不合理，第三产业及高技术绿色产业占比

不足进而引发碳排放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随着系统进入U型曲线后半段上升期，绿色技术实

现突破性进展，减排增效效应成为主导力量，推

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升级；产业结构同步优化调整，

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使资源配

置效率显著提升；绿色数字经济通过规模效应与

绿色技术的协同作用共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并通过中介效应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前期的高

能耗问题得以根本性缓解，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

飞跃。〔25〕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c：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呈 U 型

关系。

（三）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反向驱动

机制

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要素重构和反

哺思想，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绿色

低碳为导向，从技术、要素、政策这三个维度对

绿色数字经济形成反向驱动，推动绿色数字经济

从“效率提升”向“质量升级”转型。新质生产

力是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绿

色化特征与数字化功能为绿色数字经济提供支撑。

它借助突破性技术革新生产模式，在优化资源配

置时将维护生态环境放在优先位置，夯实绿色数

字经济的技术基础。侯冠宇等研究表明，新质生

产力促进建立市场化绿色发展机制，通过绿色设

计、绿色投入和绿色产品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

为绿色数字经济注入内生动力；其可持续性特征

优化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配置，加快绿色技

术研发与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26〕

在逆向驱动模式中，新质生产力借助技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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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新（即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要素高效

配置（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政策协同支

持这三大路径，促进绿色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与清洁能源、碳汇技术、

智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深度融合，进而优化绿色管

理流程，实现对能耗与排放的精准管控，进而提

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源配置方面，新质生

产力推动数据、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向绿色产业

集聚，与传统要素形成协同效应；在政策协同方

面，绿色金融创新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会引导

资本投向绿色研发，同时，“飞地经济”等区域协

作模式助力绿色转型。最终，在绿色技术、产业

布局与制度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绿色数字经济实

现了从效率优先向整体质变的突破。〔27〕基于二者

的正向互动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存在双

向促进作用，新质生产力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数

字技术相关创新驱动绿色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设 2b：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尤其

是数据要素市场化推动绿色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

四、实证研究设计

传统的单方程模型忽略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

关系。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

究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生互动关

系。如果只考虑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而忽略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反向影

响，估计结果便可能产生联立性偏误。GS3SLS模
型在空间联立方程框架下，同时估计两个方程。

为了更好地处理联立方程中的内生性，本文也在

估计时考虑两个方程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

（一）基本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可能存

在的双向内生关系、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

各自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地区空间交互影响，构

建如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数字经济方程：

NEWQit = α + β1GRDIit + ρ1∑
i-1

n

wij NEWQjt

+ρ2∑
i=1

n

wijGRDIjt + β2∑
i-1

n

Xit + μi + ε

（新质生产力方程）（1）

GRDIit = δ + η1 NEWQit + ρ3∑
i=1

n

wijGRDIjt

+ρ4∑
i=1

n

wij NEWQjt + η2∑
i=1

n

Zit + ξi + ν

（绿色数字经济方程）（2）
NEWQ为新质生产力，GRDI为绿色数字经济。

考虑到其他影响绿色数字经济的因素，在绿

色数字经济方程中加入一组影响绿色数字经济的

控制变量：政府对绿色数字技术研发的补贴金额

（FIEDU）、科学技术支出占 GDP 比重（EXPSC）、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HIEDU）、移动电话

数（MOBPH）、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BROIN）。
在新质生产力方程中加入一组控制变量：科学技

术支出占GDP比重（EXPSC）、大专及以上学历人

员所占比重 （EDUCA）、电信业务占 GDP 比重

（TELEC）、城镇化水平（URBAN）、网站数量占全

国网站总数的比例（WEBNU）。本文对控制变量取

一阶滞后处理来缓解内生变量问题。μ、ξ和 ε、ν
分别为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因素。

（二）变量选取及定义

本文参考了王珏等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多维框

架〔28〕，将新质生产力指标划分为四个一级维度

（见表 1）。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表 1中的 13
个二级指标并采用熵值法与 TOPSIS相结合的方法

测算新质生产力。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理论机制，本文构建了一

个既能反映绿色数字经济内涵，又能与机制路径

相匹配的量化指标体系。绿色数字经济包括两个

层面（数字技术层面和绿色发展层面）、四个维度

（数字技术层面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个

维度，绿色发展层面包括环境治理、“三废”排放

两个维度）。其中的数字产业化能直接测度数字技

术本身的规模与创新能力，并对应绿色数字经济

核心内涵中的数字技术支撑。产业数字化能体现

绿色数字经济核心内涵中的数据要素驱动在实体

经济中的落地效果，因此，产业数字化能反映数

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与应用程度。

绿色数字经济核心内涵中的绿色发展层面，

主要包括环境治理和“三废”排放两个维度。环

境治理（ENVIR）能衡量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改善

生态环境所投入的努力，体现“绿色发展导向”

下的主动治理行为。经逆向化处理后，表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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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效的“三废”排放（EMIWA），能反映绿色

发展的结果。

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不仅完整

覆盖了绿色数字经济的内涵，而且与理论机制中

的中介变量存在内在关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工具和应用场景，

环境治理投入为绿色技术研发提供了激励与资源。

同时，产业数字化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

进。环境规制则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引导清洁生

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本文构建

的指标体系既立足于内涵，又服务于机制检验，

确保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测度的逻辑一致性。

核心解释变量为绿色数字经济（GRDI），绿色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支撑，

以环境治理和低碳排放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形态。

首先，使用表 1中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15个
二级指标，采用面板熵值法降维，所得指标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GRDI是使用 15个指标采用面板熵

值法降维得到的绿色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其次，

结合理论分析与已有研究〔29〕，本文从数字产业化

（DIGIN）、 产 业 数 字 化 （INDDI）、 环 境 治 理

（ENVIR）、三废排放（EMIWA）四个维度构建绿色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 1），采用熵值

法测算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4个一级指标。结

合表 1，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环境治理分

别运用交叉熵法、主成分分析法、秩合比法进行

测算，并对三废排放指标采用熵值法逆向化处理

为正向指标。

表1　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绿
色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新
质
生
产
力

一级指标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环境治理

“三废”排

放

劳动者技能

产业质态

生态环境

技术创新

二级指标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人力资源投入规模

经济数字化转型程度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程度

金融服务数字化程度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企业数占比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占比

工业污染治理优先级

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数字监测设备覆盖度

工业生产的环境污染强度

工业生产的环境负荷

对原材料的利用程度

科技人才

高技能员工占比

数字技能证书获取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绿色制造企业数占比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保支出占比

单位GDP碳排放强度

科技成果

当年申请的数字经济相关发明数量占比

绿色数字技术专利授权数占比

衡量方式

电信业务总量与人口数量的比值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

ICT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应用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企业数/工业企业总数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比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完成交易的商品总价值

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数量/统计范围内的企业总数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已被数字监测设备有效覆盖的目标数量 / 应覆盖的目

标总数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R&D从业人员数

技术类员工数量/员工总人数

当期数字技能证书发放总人次/对应目标劳动力人口数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当期有效绿色制造企业总数/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采用SBM—GML模型测算

环保支出/当地GDP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同期地区生产总值

专利授权数

当年申请的数字经济相关发明数量/总人口

当年绿色数字技术发明专利授权数/该省当年全部发明

专利授权总数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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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及样本

本文从区域层面出发，探讨绿色数字经济和

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扩散影响，以中国

地级市为实证分析单元，未将研究范围拓展至省

级层面或企业层面。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7—
2023年 292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其中政府对绿色数

字技术研发的补贴金额以及财政科学支出占比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

生人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取自 CSMAR，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电信业

务占GDP比重、城镇化水平数据来自CNRDS，网站

数量占全国网站总数的比例则取自Wind数据库。①

五、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文分别对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指标

进行全局Moran’s I检验，并计算其统计量及 p值。

检验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显著（p<0.05），表

明变量存在空间依赖。同时 LM-LAG 显著且 LM-
ERR不显著，因此应将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

力的空间滞后项分别放入绿色数字经济和新质生

产力方程。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一个城市

的绿色数字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绿色数字经济会引

起本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生变化，且城市层面的

新质生产力及周边地区的绿色数字经济会引起本

城市的绿色数字经济发生变化。本文采用广义空

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来考察绿色数字

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可能存在的双向内生关系，使

用基于引力模型的复合权重矩阵进行整体估计。

（一）新质生产力方程的估计结果

若回归阶数选择不当，可能导致模型存在缺

陷；若阶数不足，可能忽略高阶效应，而阶数太

高又容易造成过拟合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

二阶回归的结果，目的是获得更优的拟合效果。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通过不同阶数

的回归来进行内生性检验，表 2展示出二阶回归的

具体结果。由表 2数据可知，绿色数字经济对本地

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

绿色数字经济在本地区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当地

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内

生机制实现，包括本地技术创新扩散、资源配置

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共同发挥作用，从

而形成对生产力的综合影响。其传导机制主要体

现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各产业

的数字化渗透深度在不断加强，由此改变了传统

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这种由技术融合引发的结

构性变革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基础。

绿色数字经济空间滞后项系数是负值，这意

味着邻近区域绿色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新质生

产力有抑制效应，这种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的根源

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

当某地区绿色数字经济加速扩张时，会引发显著

的要素集聚现象。该地区凭借更高要素边际收益

和更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周边优质资源流入，

此类资源转移不仅涵盖传统生产要素，还体现在

对新型要素的争夺性吸纳上。鉴于要素高度流动

性和稀缺特征，发达地区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发

展平台，与之相比，欠发达地区长期面临较大的

资源流失压力。

区域间制度配合不足进一步扩大了绿色数字

经济空间负向溢出的影响。当前我国各地区间制

度性障碍依旧明显，主要体现在数据要素市场存

在割裂、环保标准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创新政策衔

接不顺畅等方面。这些制度性障碍不仅对绿色技

术和数字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形成制约，还加剧了

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倾向。在缺少统一协调机

制时，各地普遍采用地方保护主义策略，利用税

收优惠和用地支持等手段争夺优质企业及投资项

目，使得重复建设与资源分配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同时，数字经济的平台化与规模化特征强化了

“赢者通吃”现象，发达地区通过构建区域性数字

生态系统和创新集群持续吸引周边优质资源，进

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为此要着力构建跨

区域协同治理框架，通过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推

动技术共享以及推进标准统一等措施，促进竞争

性负向溢出向合作性正向联动转变。

环境治理综合指数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值，

这表明周边地区强化环境管控会阻碍本地区新质

生产力发展。该结论证实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外部

关联性。当邻近地区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范时，

部分高排放企业为降低成本会向环保要求低的地

①为节省篇幅，未提供变量描述性统计，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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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转移。若本地被动承接此类产业转移，不仅会

强化对传统产业的依赖、阻碍绿色技术革新，还

会因资源分配不当挤压高附加值产业成长机会。

该影响不仅会增加本地环境负荷，更通过降低要

素配置效率阻碍生产率整体提升。空间负向溢出

效应表明，区域环境政策缺乏协同易引发“污染

避难所”现象和生产力发展失衡，需构建跨区域

协作治理体系，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表2　新质生产力方程估计结果（GS3SLS）

　

w. NEWQ

w. GRDI

w. ENVIR

w. DIGIN

w. INDDI

w. EMIWA

GRDI

ENVIR

DIGIN

INDDI

EMIWA

EXPSC

EDUCA

TELEC

URBAN

WEBNU

常数项

Adj.Ｒ2

观测值

因变量：新质生产力

NEWQ
（1）

0.1504***

（7.90）
-0.0953***

（-7.05）
　

　

　

　

　

　

　

　

2.3878***

（29.35）
　

　

　

　

　

　

　

　

0.0430***

（7.11）
-0.2049
（-1.19）
-0.0375***

（-5.73）
0.0248***

（4.59）
-0.0103
（-0.86）
4.6916***

（9.15）
0.2818
2044

因变量：新质生产力

NEWQ
（2）

0.1217***

（8.72）
　

　

-0.0396***

（-7.76）
　

　

　

　

　

　

　

　

0.7047***

（27.47）
　

　

　

　

　

　

0.0666***

（12.35）
-0.1679
（-0.97）
-0.0496***

（-6.91）
0.0276***

（5.20）
0.0011
（0.09）
1.9679***

（4.42）
0.5592
2044

因变量：新质生产力

NEWQ
（3）

0.4168***

（12.51）
　

　

　

　

-0.5564***

（-12.05）
　

　

　

　

　

　

　

　

1.4395***

（14.41）
　

　

　

　

0.0927***

（15.57）
1.7572***

（10.83）
0.0060
（1.24）
-0.0040
（-0.47）
0.0030
（0.13）
-3.5432***

（-11.52）
0.6091
2044

因变量：新质生产力

NEWQ
（4）

0.0661***

（5.75）
　

　

　

　

　

　

-0.0483***

（-2.65）
　

　

　

　

　

　

　

　

1.5414***

（13.81）
　

　

0.1664***

（21.46）
2.0225***

（9.24）
0.0432***

（4.84）
0.1254***

（11.26）
0.1959***

（11.24）
-3.3593***

（-6.25）
0.1156
2044

因变量：新质生产力

NEWQ
（5）

-0.5537***

（-3.12）

　

　

　

　

0.1188***

（2.89）

　

　

　

　

-3.8009***

（-12.92）
0.1589***

（26.30）
0.1605***

（6.56）
-0.0534
（-1.11）
1.9294***

（8.77）
0.0254***

（5.53）
1.9856***

（4.90）
0.0144
2044

注：括号内数字为Z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双尾检验）。下表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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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化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这表明邻

近区域数字产业化发展不仅不会促进本地新质生

产力提升，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其背后原因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人才和资本不

断向高水平地区集中，导致本地创新资源流失、

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区域间技术标准存在

差异且市场分割现象突出，阻碍知识传播与产业

协作，还加剧了数字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与低水

平竞争。此外，地方政策上的博弈行为影响跨区

域产业链整合进程，进一步强化空间负向溢出效

应。

产业数字化空间滞后项系数呈显著负值，表

明周边地区数字化发展会抑制本地新质生产力培

育。核心机理是数字化领先地区依靠技术与资本

双重优势吸纳人才与资本，致使周边地区要素外

流且产业升级步伐放缓。区域间数字化路径和产

业结构趋同易引发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既不

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又降低区域协同与功能

互补的可能性。

经过熵值法逆向化处理的三废排放指标，其

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当某地区通过环境治

理提升三废处理能力时，其在清洁技术研发、循

环经济模式构建等方面的经验，能够借助技术扩

散和要素流动影响周边区域。这种区域间的协同

效应本质上是环境治理效能的空间联动，具体体

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绿色技术溢出、产业链协

同创新以及政策制度渗透的叠加作用。环境治理

成果不仅能激发本地创新活力，还通过空间关联

机制促进跨区域知识共享与产业互补。这种“治

理—创新—外溢”的作用机制，既验证了环境规

制推动技术升级的本地效应，也阐明了绿色创新

成果跨区域传播的内在逻辑。该结论为解析新质

生产力的空间分布规律提供理论支撑，对制定区

域协同环境政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二）绿色数字经济方程的估计结果

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

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提升绿色数

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基于共生水平与引力模型

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结果表明，当新质生产

力综合评价指数每提升 1个百分点时，本地绿色数

字经济规模会相应扩大 0.3612个百分点。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革新，持续优化绿色技术算法体系，

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与污染监测精准度，进而

强化绿色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生产力形态一

方面驱动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化与数字化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催生新型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不断拓

展市场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还通过吸引高素质

人才与优质资本集聚，为产业发展提供关键的智

力支持与资金保障。在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绿

色数字经济在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和效益优化等方

面的综合表现，直接决定其综合评价指数水平。

新质生产力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对本地

区的绿色数字经济具有阻碍作用。新质生产力空

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邻近地区新质生

产力提升，可能经由资源竞争、要素虹吸与技术

壁垒等渠道抑制本地绿色数字经济。具体而言，

邻近区域新质生产力提升引致高端人才与资本跨

区集聚，削减本地要素供给；其技术优势直接形

成壁垒，推升产业技术适配成本；区域政策差异

与产业同构触发过度竞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对本地绿色数字经济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当以环境治理综合指数、数字产业化及产业

数字化为因变量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滞后项呈

现负向系数，这表明周边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会

对本地相关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其制约机制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竞争成为首要瓶颈，

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度依赖创新人才、资金与数据

资源等核心要素。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会

吸引这些资源向其集中，导致本地供给不足。具

体表现为环境治理领域专业人才与资金外流，进

而削弱治理效能，同时资源短缺也制约了数字产

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二是技术壁垒形成关

键障碍，先行地区凭借先发优势积累的先进技术，

易形成技术垄断与标准壁垒，本地企业在获取和

吸收这些技术时面临困难。这不仅延缓数字产业

化进程，也阻碍先进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三是

市场竞争压力同步加剧，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催

生的新兴企业与产业，持续挤压本地市场，使本

土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生存空间被压缩，从

而抑制了环境治理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数字化

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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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熵值法逆向处理后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为

因变量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滞后项呈现正向系

数，这表明邻近地区新质生产力提升可有效促进

本地污染物减排。该发现证实其存在显著的空间

外溢效应，借助技术传播、产业转型和环境治理

经验的互通，邻近地区发展推动本地清洁生产技

术采纳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大幅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该效应充分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在区域环境

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为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实证支持（见表3）。
表3　绿色数字经济方程估计结果（GS3SLS）

　

w. GRDI

w. ENVIR

w. DIGIN

w. INDDI

w. EMIWA

w. NEWQ

NEWQ

FIEDU

EXPSC

HIEDU

MOBPH

BROIN 

常数项

Adj. R2

观测值

因变量：绿色数字经

济（GRDI）

（1）
0.0456***

（7.20）
　

　

　

　

　

　

　

　

-0.0696***

（-7.76）
0.3603***

（24.59）
0.0129
（0.77）
-0.0166***

（-2.99）
0.0023
（0.53）
0.0279**

（2.08）
-0.0124
（-1.05）
-2.0826***

（-21.13）
0.3749
2044

因变量：环境治理综

合指数（ENVIR）

（2）
　

　

0.0642***

（7.95）
　

　

　

　

　

　

-0.1871***

（-8.42）
-1.1439***

（-25.56）
0.0019
（0.04）
-0.0948***

（-5.23）
0.0267*

（1.69）
0.1002***

（2.58）
-0.0726**

（-2.03）
-3.4066***

（-11.21）
0.4288
2044

因变量：数字产业化

（DIGIN）

（3）
　

　

　

　

0.4664***

（14.92）
　

　

　

　

-0.3450***

（-15.24）
0.5477***

（24.34）
0.2658***

（8.71）
-0.0391***

（-4.29）
-0.0190**

（-2.54）
0.0323
（1.63）
-0.0279
（-1.51）
-0.9758***

（-5.87）
0.4586
2044

因变量：产业数字化

（INDDI）

（4）
　

　

　

　

　

　

0.0746***

（6.27）
　

　

-0.0477***

（-6.32）
0.2065***

（6.15）
0.1188***

（2.67）
0.0326**

（2.28）
0.0288**

（2.39）
0.1940***

（5.99）
-0.0413
（-1.40）
-3.3840***

（-13.89）
0.0586
2044

因变量：三废排放经

熵值法逆向化处理后

的指标（EMIWA）
（5）

　

　

　

　

-0.0388***

（-4.24）
0.1786***

（4.53）
0.0778***

（4.56）
0.0029***

（4.35）
0.0092***

（4.37）
1.05E-07***

（4.84）
-1.74E-05***

（-8.43）
2.46E-06
（0.70）
0.8396***

（73.02）
0.0285
2044

六、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影响机

制的进一步验证

（一）非线性关系检验：U型关系与门槛效应

的共同视角

为进一步验证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构建面板阈值模型研究二

者之间的动态关联特征。

NEWQit = β1GRDIit × I ( th ≤ e1 ) + β2GRDIit

×I ( th > e1 ) + β3 × controlit + εit

（3）
th为绿色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的阈值指标，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① 
①为节省篇幅，本文未提供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的检验结果及门槛效应的相关检验，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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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如果绿

色数字经济水平低于0.1313门槛值，绿色数字经济

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当该指标处

于0.1313—0.1905区间时，尽管影响方向依旧为正，

但促进作用强度从 0.6829 降至 0.3073。一旦突破

0.1905这一临界点，其推动力迅速提升至 0.7667。
而在没有控制变量时，当绿色数字经济超过 0.2455
门槛时，其影响呈现出从快速下降转为快速提升的

态势。0.1313与 0.1905两个门槛值体现了绿色数字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具体来说，当低于

0.1313时，由于技术投入成本较高且协同效应不

足，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作用相对有

限。处于 0.1313—0.1905区间时，数字基础设施虽

已初步建成，但要素配置效率未得到充分发挥，进

而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当超过0.1905之后，技术规

模化应用与绿色创新生态的协同效应凸显，数据要

素的乘数效应和产业链重构效应显著增强，进而推

动新质生产力实现加速发展。这组阈值清晰地展现

了绿色数字经济从起步探索到成熟赋能的完整发展

过程，这一发现与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相一致。绿色

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

系，在绿色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大量的技术投

入会压缩短期内的利润空间，导致新质生产力综合

评价指数提升缓慢。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与规模效应

逐步显现，绿色数字经济的资源利用效率优势逐步

显现。当绿色数字技术得到普及后，边际成本会相

应下降，数字技术能够加速绿色创新并减少交易成

本，最终实现对新质生产力的强力赋能。

表4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GRDI（GRDI<0.1313）
GRDI（0.1313<GRDI<0.1905）
GRDI（GRDI>0.1905）
GRDI（GRDI<0.1640）
GRDI（0.1640<GRDI<0.2455）
GRDI（GRDI>0.2455）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F
样本数

模型1
系数估计值

0.6829***

0.3073***

0.7667***

是

-0.0153
0.5890
307.9500
2044

T检验值

5.2800
3.0240
8.4000

是

-0.37

模型2
系数估计值

-0.5019***

-1.0516***

0.4157***

否

0.6902***

0.0590
110.4000
2044

T检验值

-4.7616
-11.9328
3.2832

否

54.36

（二）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绿

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

文进一步探讨绿色数字经济通过何种渠道对新质

生产力产生促进作用。为了检验绿色技术创新作

为影响渠道的实际效应，使用当年申请的绿色发

明数量（GREIN）、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

（GREUT）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段永彪等学者的研究文献〔30〕，本文将产

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升

级的代理变量（INDS）。我们采用对三次产业比重

加权求和，并按产业层次依次赋权的方法测算产

业结构高级化 （INDS1）。对产业结构合理化

（INDS2）的测度，我们专门设定了以下计算公式

来进行精确衡量。

INDS2 =∑
i=1

3 yi

y ln ( yi L
yLi

) （4）
其中 Li和 yi分别表示各地区第 i产业的就业人

数和产值，泰尔指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偏离程

度越高；泰尔指数越小，表明偏离程度越小；泰

尔指数为零，表明经济结构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

其数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

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数字经济是否能促

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能否

对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数产生积极影响。具体

模型设定如下：

NEWQit = α + β1GRDIit + ρ1∑
i-1

n

wij NEWQjt

+ρ2∑
i-1

n

wij GRDIjt + β2∑
i-1

n

Xit + μi + 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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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 α + β3GRDIit + β4∑
i-1

n

Xit + μi + ε （6）

NEWQit = α + β5GRDIit + ϕMit + ρ6∑
i-1

n

wij NEWQjt

+ρ7∑
i-1

n

wij GRDIjt + β5∑
i-1

n

Xit + μi + ε
（7）

M为中介变量，包括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

（GREIN）、 当 年 申 请 的 绿 色 实 用 新 型 数 量

（GREUT）、产业结构高级化（INDS1）、产业结构

合理化（INDS2）。为了与前文保持一致，使用广

义空间面板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1.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表 5的列（2）显示绿色数字经济对当年绿色

发明申请数量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列（3）表明，

当年绿色发明申请数量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

展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上述结果表明，绿

色数字经济通过当年绿色发明申请数量的中介传

导机制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数。

就当年绿色实用新型申请数量的中介效应而

言，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数字经济既可直接推动

当年绿色实用新型申请数量增长，也可通过该变

量对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这意味着绿色数字经

济能够借助当年绿色实用新型申请数量的中介路

径，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表5　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GRDI

w. NEWQ

w. GRDI

GREIN

GREU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样本数

NEWQ

模型1
2.3878***

（29.35）
0.1504***

（7.90）
-0.0953***

（-7.05）

4.6916***

（9.15）
是

控制

控制 
0.2818
2044

GREIN

模型2
2.0116***

（29.12）

-0.1369***

（-9.28）
是

控制

控制 
0.8199
2044

NEWQ

模型3
2.3175***

（28.48）
0.1441***

（7.93）  
-0.0908***

（-7.03）
0.0095***

（3.02）

4.4878***

（8.74）
是

控制

控制 
0.3186
2044

GREUT

模型4
0.5130***

（7.11）  

-0.0714***

（-4.63）
是

控制

控制 
0.7634
2044

NEWQ

模型5
2.1793***

（27.83）
0.1349***

（7.87）
-0.0841***

（-6.91）

0.0302***

（6.28）
4.0464***

（8.35）
是

控制

控制 
0.4527
2044

2.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

由表 6 数据可知，绿色数字经济的发展可有

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而产业结构

高级化进程又会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表 6 中列 4 和列 5
的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合理

化指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该相关性在 5% 水平

上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含高级化

与合理化）在绿色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绿色数字经

济借助绿色金融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机制

引导社会资本向环保产业集聚，同时加速淘汰高

污染产能。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间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产

业化发展创造了大量高技术含量就业岗位，推

动劳动力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型。严格的环境

监管政策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清洁技

术研发投入，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

是针对“三废”治理与回收利用技术的专项政

策，促使企业关停高污染生产环节，加速产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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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发展。

表 5与表 6中模型 1、模型 3、模型 5的回归结

果显示，绿色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为负

值，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该结果

再次验证，本地区绿色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

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周边地区的绿色数字经

济发展反而会对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提升产生抑制

作用。

表6　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

　

GRDI

w. NEWQ

w. GRDI

INDS1

INDS2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样本数

NEWQ

模型1
2.3878***

（29.35）
0.1504***

（7.90）
-0.0953***

（-7.05）

4.6916***

（9.15）
是

控制

控制 
0.2818
2044

INDS1
模型2

25.9720***

（6.55）

45.9432***

（55.30）
是

控制

控制 
0.3023
2044

NEWQ

模型3
2.2634***

（28.81）
0.1476***

（8.50）
-0.0931***

（-7.55）
0.1221***

（2.78）

3.9046***

（7.05）
是

控制

控制 
0.4023
2044

INDS2
模型4

-0.1637***

（-2.79）

0.2252***

（18.31）
是

控制

控制 
0.3562
2044

NEWQ

模型5
2.4071***

（29.49）
0.1514***

（7.89）
-0.0959***

（-7.04）

-0.0341**

（-2.13）
4.9261***

（9.41）
是

控制

控制 
0.2734
2044

七、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反向影

响的验证

基于前文理论机制，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技

术创新、发挥要素配置效应，为绿色数字经济提

供必要的应用场景与资源支撑，进而间接推动其

发展。为此，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新质

生产力是否通过上述两条路径，对绿色数字经济

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一）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选取创新指数（INNO）、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

（TECM）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使用技术交

易额在区域经济中的占比测算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比，借鉴徐紫嫣等的方法测算创新指数。〔31〕

由表 7 列 （4） 可知，新质生产力 （NEWQ）
对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

（5）进一步证实，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可显著推

动绿色数字经济（GRDI）。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以推

动技术市场成交额为中介机制，切实促进绿色数

字经济发展。由列（2）（3）可知，新质生产力能

促进创新指数增长，创新指数对绿色数字经济也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技术创新（创新指

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在新质生产力促进绿

色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创新形

态（如数字孪生、区块链碳追溯与智能电网等），

展现了更广泛的协同效应与溢出价值。此类融合

创新不仅提升了绿色生产过程的效率与透明度，

还催生绿色金融、数字化碳交易等新兴业态，进

而从结构与规模两个维度，共同推动绿色经济体

系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升级。因此，政策层面应优

先关注具备高度通用性、强大渗透性及融合特征

的技术创新〔32〕，以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

字经济的高质量带动效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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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NEWQ

w. _GRDI

w.  NEWQ

INNO

TECM

_con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样本数

GRDI

模型1
0.3603***

（24.59）
0.0456***

（7.20）
-0.0696***

（-7.76）
　

　

　

　

-2.0826***

（-21.13）
是

控制

控制

0.3749
2044

INNO

模型2
0.3951***

（58.01）
　

　

　

　

　

　

　

　

-0.1346***

（-3.04）
是

控制

控制

0.7417
2044

GRDI

模型3
0.1025***

（30.67）
0.0506***

（5.46）
-0.0160***

（-3.52）
0.0124**

（2.41）
　

　

0.0694***

（33.16）
是

控制

控制

0.6436
2044

TECM

模型4
215.2418***

（34.07）
　

　

　

　

　

　

　

　

-177.7775***

（-4.33）
是

控制

控制

0.5334
2044

GRDI

模型5
0.1161***

（19.46）
0.0430***

（4.13）
-0.0102**

（-1.97）

　

1.25E-08*

（1.68）
0.0683***

（29.29）
是

控制

控制

0.6164
2044

（二）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间接效应

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间

接反映并度量要素配置效应，借鉴颜蒙等的方法测

算各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MARKD）。〔34〕

由表 8可知，新质生产力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

数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驱动

作用。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也对绿色数字经

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印证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发

展指数在新质生产力影响绿色数字经济的传导机

制中发挥中介作用。

要深入解析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驱

动机制，需明确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指数的传导

路径。该指数可从数据开放共享、交易活跃度与

数据治理水平三个维度阐释，数据交易活跃度在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效的数据交易机制可推动

绿色技术、碳排放及能源使用等关键数据高效流

通与优化配置，为企业提供可靠决策支持，进而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水平

通过提升数据质量、强化数据安全与保障合规性，

增强绿色数据的可信度与实用价值；数据开放共

享则通过破除信息壁垒，为跨部门协同与区域融

合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三者协同联动，系统提升

绿色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与发展动能。

表8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间接效应

　

 NEWQ

w. _GRDI

w.  NEWQ

MARKD

_con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样本数

GRDI
模型1

0.3603***

（24.59）
0.0456***

（7.20）
-0.0696***

（-7.76）
　

　

-2.0826***

（-21.13）
是

控制

控制

0.3749
2044

MARKD
模型2

0.7912***

（11.87）
　

　

　

　

　

　

-0.3380***

（-3.64）
是

控制

控制

0.3599
2044

GRDI
模型3

0.1078***

（26.50）
0.0433***

（4.29）
-0.0116**

（-2.33）
0.0011*

（1.83）
0.0699***

（33.35）
是

控制

控制

0.6293
2044

八、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全国地级市 2017—2023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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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空间联立方程考察了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

产力的双向内生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

现：（1）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存在双向促

进作用，忽略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数字经济的反向

内生性影响会显著高估绿色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

力的促进作用。绿色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技术

创新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质生产力综合评

价指数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2）绿色数字经济

与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

现为：本地区绿色数字经济水平与邻近地区绿色

数字经济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本地区新质

生产力与邻近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显著正相关。（3）
绿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在区域互动中可能存

在双向竞争抑制关系。不仅邻近地区绿色数字经

济对本地新质生产力具有阻碍作用，邻近地区的

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区的绿色数字经济也具有阻碍

作用。（4）当绿色数字经济低于门槛值 0.1313时，

绿色数字经济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增长；当绿色数

字经济大于门槛值 0.1313小于 0.1905时，绿色数

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下降；当绿色数

字经济跨越门槛值 0.1905时，绿色数字经济对新

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快速提升。进一步验证了绿

色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呈U型关系的回归结果。

（5）此外，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数据

要素市场化，对绿色数字经济形成显著的反向促

进作用，验证了二者之间存在双向赋能的内在机

制。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

一，应强化二者协同互促，构建更为系统的政策

框架，建立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平台，统筹数字基

础设施投资与绿色技术研发，稳步推进数据要素

市场化改革，落实绿色技术专利池制度，建立新

质生产力评估体系，将相关指标纳入区域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数绿融合产业赋能计划，

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实施差异化政策，充分激

活技术扩散效应。第二，应创新区域协同治理模

式，有效破解空间负向溢出问题，建立跨行政区

的要素补偿机制，在重点城市群开展数字生态飞

地建设试点，共同建设绿色算力中心，依托碳配

额交易收益反哺欠发达地区，加快推进人才循环

发展相关计划，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结合区

域比较优势，打破资源虹吸效应与技术壁垒，推

动空间竞争向协同演进转变。第三，应采取分阶

段实施策略，最大化发挥二者协同效应：低水平

阶段重点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治理，设

立专项资金，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将市场化环保

工具纳入考核体系；中等水平阶段聚焦技术扩散

与产业结构升级，建立配套补偿机制，组建技术

帮扶联盟，加速绿色技术产业化进程；高水平阶

段强化创新激励与市场机制，推行绿色创新券制

度，构建动态监管体系，防范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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